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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地铁为代表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空气质量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地铁开通对城市空气污

染的潜在影响进行机理阐释的基础上,采用 2000—2020 年上海栅格层面的面板数据样本和双重差分方法,实
证考察了地铁开通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地铁开通存在显著的减霾效应,这一结

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转站点的开通会产生更强的减霾效应,在已有

线路上扩建站点所产生的减霾效应相对较弱,同时地铁开通的减霾效应在雾霾污染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大

的栅格样本,以及处于非中心城区的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地铁开通会更为显著地增

加地铁站点周边,特别是位于非中心城区站点周边的人口密度,从而通过交通替代(人口分流)效应而减少雾

霾污染;地铁开通还会在更大程度上提升站点周边区域商住用地的成交价格、降低工业用地的出让规模,从

而吸引服务业企业进入、挤出制造业企业,促使站点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向清洁化与集约化发展,进而有利

于缓解雾霾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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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 and haze pollution: Evidence from Shanghai’s rast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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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represented by the metro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haze pollution. Based on the mechanism explanation of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metro opening on haze pollutio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metro opening on haze pollution and its mechanism by using geographic
raster data in Shanghai from 2000 to 2020 an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ro
opening has a significant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Heterogeneity analyses show that the opening of metro stations produces a stronger abatement effect on haze pollution,
and the abatement effect of expanding stations on existing lines is relatively weaker, while the reduction effect of metro
opening on haze pollution is more obvious in the raster sampl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haze pollution,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ies, and samples located in non-central urban areas. Further mechanism identif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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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population density near the metro stations, especially near the stations located in the

non-central urban area.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metro opening reduces the level of haze pollution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through the transportation substitution effect. The metro opening not only enhances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land

prices around the station, but also reduces the size of industrial land concessions, thereby promoting the entry of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squeezing ou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metro opening makes industrial cleaner

and more intensive around the station, which reduces haze pollution.

Key words:metro; haze pollution; raster dat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shanghai

　 　 近年来,中国通过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并开展

相应的实际行动,促使大气环境质量得到了明

显改善。 以上海市为例,2022 年 PM2. 5达到“史

上最低”的 25 μg / m3,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

率达到 87. 1% ①。 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及国

务院发布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指出要巩固拓展“十三五”时期污染防治攻坚成

果,继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方面,以
PM2. 5为主要成分雾霾污染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突出

问题,秋冬季重污染天气仍时有发生②, AQI 超标

天数中仍以 PM2. 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③,因
雾霾等大气环境因素引发的慢性病也呈年轻化趋

势④。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和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改善生态环境和健康安

全的诉求也日益强烈,2022 年全国受理转办群众

信访举报共计 1. 18 万件,其中与大气污染问题相

关的举报占半数以上⑤。 因此,进一步有效解决以

雾霾污染天气频发为代表的大气环境问题,是切

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应有之

义与必然要求。
完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构建绿色交通运输

体系被普遍视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有效途径。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指出,地铁的人

均能源消耗仅为公共汽车的一半左右,不足小汽

车的十分之一⑥。 在学术界,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公

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紧密联

系。 然而,现有研究在探索城市绿色低碳转型路

径时,往往更加关注重大项目和关键场景中的“绿
色样本”,如高铁[1]、交通路网[2]等,但来自城市建

设小场景点滴改变所提供的经验证据较为匮乏,
而这些经验证据往往更具普遍性和推广性。 地

铁⑦作为现代城市内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中“小场

景”的代表,其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无疑具有重

要影响。 但从我国地铁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由
于实际需求和供给能力不匹配、规划过度超前、建
设规模过于集中、资金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的存在,
地铁开通对于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受到

了一些质疑⑧。 现有相关研究也尚未就地铁开通

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达成共识:一方面可以通过交

通替代效应而减少污染排放[3],另一方面可以创

造更多的交通需求而加剧污染排放[4]。 由此可

见,深入探讨地铁开通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不
仅可为地铁的环境效应提供文献和经验证据,还
可为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化提供决策

参考,从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探索价值和现实指导

意义。
此外,关注地铁开通对城市空气污染影响的

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城市或空气监测站点层面的数

据开展实证检验,对城市内部视角下地铁开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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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2022 上海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史上最低”指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见《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见《2022 年 12 月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
　见《2022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情况》。
　见《国务院关于 2022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见 http: / / www. cciced. net / zcyj / ndzcbg / 202108 / P020210805370110639357. pdf。
　本文中的地铁主要指城市轨道交通,包含地下铁和地面轻轨。
　 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



城市空气污染之间关系的考察非常匮乏。 基于

此,本文首先就地铁开通对城市空气污染的潜在

影响进行机理阐释,进而以世界范围内线路总长

度最长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上海地铁为例,
构造栅格层面的面板数据样本并采用双重差分方

法(DID)实证考察了地铁开通对城市雾霾污染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 3 个方面。

第一,在样本选取上,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样本具有

3 个独有优势:一是客观性强,本文中的 PM2. 5浓度

和人口密度两大核心变量指标均来源于卫星遥感

数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人为主观系统性偏

差;二是颗粒度高,本文采用 0. 01° × 0. 01° (约

1 km2)的栅格数据样本,将上海全域细分为 3 047
个栅格单元,无论是样本精度还是样本量均远高

于现有采用城市或站点观测站数据为样本的文

献[5],可为探究城市内部地铁的减霾效应及其作

用机制提供更加微观、可靠的经验证据;三是观测

期长,本文数据样本的时期跨度为 2000—2020 年,
而其他文献普遍采用的 AQI 数据往往仅能覆盖

2013 年以后的情况,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具时

效性。 第二,在研究设计上,本文不但基于地铁站

点及城市内部区域的差异化特征,系统揭示了地

铁开通对城市内部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而且

还在机制变量的设计上进行了新尝试,即分别采

用了栅格层面的人口密度、微观土地交易和企业

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数据构建潜在机制变量的度量

指标,从而在较大程度上确保了城市内部地铁开

通减霾效应的作用机制可以得到更加直观、准确

的经验识别。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采用

DID 模型开展实证考察的基础上,还使用地面高程

和土壤湿度作为地铁开通的工具变量,对地铁开

通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有效控制,从而可以得到

更加稳健可信的研究结果。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影响受到了区

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广泛关注[2,6],尤其对于

作为城市内部重要公共交通方式的地铁,学者们

给予了更加强烈的研究兴趣。 现有文献就地铁开

通如何影响城市内部居民通勤出行特征[7]、土地

或住房价格[8] 等问题进行了丰富的讨论。 但是,
源于数据可得性等客观原因,在关于城市地铁开

通的环境效应的既有文献中,仅有少数文献从城

市内部视角对地铁开通与雾霾污染的因果关系开

展了实证考察,并形成了 3 种基本观点:第一,城市

地铁开通对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促降效应[3];第
二,城市地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促降效应十分有

限,甚至存在促增效应[4];第三,城市地铁开通对

雾霾污染的影响取决于作用方向相反的交通替代

效应和交通创造效应的综合结果[9]。
可见,现有文献尚未就地铁开通能否改善城

市空气质量达成共识,并且至少存在以下 3 个方面

的不足。 其一,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目前关于中

国城市地铁开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研究大多以城

市层面平均雾霾浓度为被解释变量,极少数研究

尝试采用城市内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数据来

表征雾霾污染程度[5],但仍难以精准刻画地铁开

通引致城市内部不同区域雾霾污染的变化情况。
其二,既有文献普遍将地铁线路的首次开通作为

关键解释变量,并采用断点回归(RD)方法考察地

铁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3]。 但上述做法存在如

下问题:一是城市地铁开通应包括首次开通和后

续扩建,如果仅关注地铁首次开通,显然会导致估

计结果产生偏误;二是目前采用 RD 方法的文献的

研究窗口期普遍偏短,从而难以对地铁开通(扩
建)带来的中长期环境效应予以准确识别。 其三,
现有文献对地铁开通的内生性问题重视不够。 从

地铁线路规划来看,地铁开通并非严格外生的随

机变量且可能与被解释变量存在反向因果关

系[10]。 此外,地铁开通对收入较高人群的影响较

为有限[11],并且地表太阳辐射可能会对雾霾浓度

造成影响[12],这些难以观测的个体和自然因素会

对准确识别地铁开通的环境效应产生不利影响。
通常而言,粗放式的城市化发展会引发交通

拥堵[10]、城市蔓延[13] 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

是导致城市内部雾霾污染加剧的重要根源。 其

中,交通拥堵问题容易引致车辆燃料的不完全燃

烧,从而导致车辆在道路拥堵时所产生的尾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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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中的污染物含量比路况正常时高出 2 ~ 3 倍[14];
而城市蔓延既增加了民众的通勤成本及对私家车

辆的需求,又不利于发挥经济集聚效应而实现节

能增效[13],进而引致更多污染物的排放。
根据交通替代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城市地

铁开通能够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和城市蔓延问题,
减轻城市雾霾污染水平。 其一,交通替代理论认

为,城市地铁开通能够减少民众对作为空气污染

排放主要来源的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转而选择

更为绿色的公共交通工具[11]。 随着私人交通工具

逐渐被公共交通工具替代,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

得以缓解,雾霾污染水平也会显著下降[15]。 其二,
极差地租理论认为,城市地铁开通会显著提高地

铁沿线的商住土地成交价格[16],而土地成交价格

的差异化会促使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在市场机制的

作用下由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生产向污染水平

较低、集聚程度更高的商住一体化服务业转变,进
而有利于减少城市空气污染。 据此,本文提出第

一个理论假说:
假说 1:地铁开通能够降低雾霾污染水平。
进一步地,根据交通创造理论,城市地铁开通

引致的交通路况改善可能会进一步激发民众的出

行需求,从而削弱甚至抵消地铁开通带来的减霾

效应[4]。 然而,就目前的经验研究看,无论是从全

球城市多条线路的全局视角出发[17],还是深入到

单个城市的内部视角[3],交通替代理论获得了更

多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和现有文献的发现,本
文认为尽管城市地铁开通对雾霾污染存在促降效

应,但其影响可能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从城市层

面来看,既有研究认为地铁开通减霾效应的异质

性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及环境等因素密

切相关。 例如,梁若冰等[18] 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和

人口密度越大,以及初始污染程度越高,越容易促

使地铁开通产生显著的减霾效应;Gendron-Carrier
等[17]发现,城市层面初始污染水平的异质性是造

成全球范围内地铁开通对空气污染存在异质性影

响的重要因素。 进一步地,从城市内部视角来看,
地铁开通的中长期减霾效应的异质性可能与站点

特征及其周边区域特征两方面因素存在重要联

系。 其一,就地铁站点特征而言,有研究发现地铁

扩建对空气污染的改善作用显著强于地铁首次开

通[5]。 其二,就地铁站点周边区域特征来讲,地铁

开通引致的减霾效应也可能会因站点周边的建成

环境特征及气候因素而产生差异[7,19]。 据此,本
文提出第二个理论假说:

假说 2:地铁开通会随着地铁站点的属性特征

和区域特征的差异而对城市雾霾污染产生异质性

减霾效应。
最后,基于经济学逻辑和现有文献,认为地铁

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减排机制可能至少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首先,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城市地铁开通

可能会减少民众对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转而选

择更为绿色环保的公共交通工具,进而缓解交通

拥堵并产生显著的减霾效应,即 “交通替代机

制” [4]。 显然,囿于个人出行数据的可得性,直接

证明这种交通替代效应的难度非常大[11]。 对此,
本文基于地铁开通前后站点周边区域人口密度的

变化情况,尝试为交通替代效应提供间接证据。
具体而言,地铁开通会提高周边区域的生活交通

便利性,吸引众多出行需求较大的民众定居在交

通相对更便捷的地铁站点周边区域[8],提高周边

区域的人口密度,进而更大程度地减少民众对私

人交通工具潜在需求,从而产生减霾效应。 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增加可能是城

市道路结构、消费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20 -21],而位于非中心城区的地铁站点附近人口密

度的增加,则往往意味着民众对地铁的主动选择。
其次,产业结构变动也会对城市雾霾污染产

生影响。 从要素视角看,产业结构与土地要素密

切相关。 现有研究发现,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等目

的,可能存在低价过度出让工业用地、高价限制性

出让商住用地等行为,从而导致不合理的土地利

用模式,严重阻碍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清洁化发

展,并最终对环境质量产生不利影响[22]。 比如,上
海市发布的《上海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十四

五”规划》就强调,要加强继续推进存量工业用地

改造升级,促进空间利用向集约紧凑、功能复合、
低碳高效转变。 同时,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地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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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便利性及其商业潜力会显著提高地铁沿线的

商住土地成交价格[21],从而通过价格机制显著改

变地铁站点周边区域的土地利用模式,促使地铁

站点周边区域的土地利用模式由高污染、低密度

的工业开发向低污染、高密度的商业化转变[16],进
而有利于缓解城市蔓延所引致的雾霾污染[23]。 从

企业视角看,既有文献指出偏向资本密集型及知

识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会引发经济主体的空间再配

置并产生相应的集聚效应,从而推动技术进步和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4 - 25],进而改善城市空气质

量。 本文将这一机制渠道称为“产业结构变动机

制”。 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理论假说:
假说 3:地铁开通主要通过引致交通替代机制

和产业结构变动机制这两种渠道对雾霾污染产生

抑制效应。
二、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参考 Li 等[5]的做法,本文选取全球总长度最

长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上海地铁为研究对

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地铁开通对城市内部

雾霾污染的影响。 本文将上海市行政区划矢量数

据分解为 3 047 个 0. 01° × 0. 01°(约 1 km2)的栅格

单元,并参考《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
中关于轨道影响区的定义,将距离地铁站点出口

2 km以内的栅格作为处理组⑨;为了避免处理组与

对照组距离过近而低估地铁开通的减霾效应,本
文以 20 km 范围内不存在地铁站点的栅格作为对

照组[5]。 本文构建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lnPM2. 5 it = α0 + α1Treati × Postt + ρ X it +

μi + νt + εit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栅格和时期(以半年

为单位)。 lnPM2. 5 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栅格 i 在 t
时期的雾霾污染水平,由 PM2. 5浓度表征; Treati ×
Postt 表示栅格 i 在 t 时期是否开通了地铁; X it 为

一组气候控制变量集,包括栅格 i 在 t 时期的平均

气温、降水和风速; μi 和 νt 分别表示栅格和时间固

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指标和数据说明

(1)PM2. 5浓度数据。 该数据来源于华盛顿大

学圣路易斯分校提供的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本文

在其报告的月度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算术平均得到

半年度数据。 该数据与现有研究经常使用的空气

污染指数(API)和 AQI 日度数据相比具有两方面

的优势:一是精度更高,现有研究的精度一般为

0. 5° × 0. 5°,而本文的精度为 0. 01° × 0. 01°,能够

更加准确地反映地铁开通所引致的周边空气质量

变化情况;二是更加客观,因为即使是 0. 5° × 0. 5°
精度下的 API 和 AQI 数据,仍需经过空间插值法

进行估算后再以 0. 5° × 0. 5°精度的地理栅格数据

呈现,该过程可能存在一定的人为主观系统性估

计偏差。
(2)上海地铁站点数据。 如图 1 所示,自 1993

年上海市首条地铁开通以来,已有多达 20 条线路

建成并投入运营(除金山铁路),为本文研究城市

内部视角下地铁开通的减霾效应提供了极具代表

性的样本。 手工整理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

海市所有地铁站点的经纬度坐标、开通和扩建日

期等信息。 特别地,还专门避免了中转站在不同

线路中重复出现的问题,统一了处于不同线路下

相同地铁站点的经纬度坐标,并手动识别了各地

铁站点的首次开通日期。
(3)控制变量。 本文以平均气温、降水和风速

作为控制变量,其数据主要来源于城市气候观测

站提供的月度数据。
表 1 报告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限

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

为 2000—2020 年,时间间隔为半年。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从表 2 第(1)列报告的估计结果来看,地铁开

通在 1%的水平上显著降低了地铁站点 2 km 以内

栅格范围内的 PM2. 5浓度。 第(2)列和第(3)列在

第(1)列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并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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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一般而言,行人步行 15 分钟的标准行进距离约为1 km,骑行15 分钟的标准行进距离约为3 km,故本文以两者均值2 km 作为处理组

的判断标准。



图 1　 上海地铁开通时空演变情况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M2. 5浓度 127 974 41. 638 9. 466 21. 883 62. 483
地铁开通 127 974 0. 253 0. 435 0 1

气温 127 974 17. 156 3. 346 12. 092 21. 581
降水 127 974 3. 425 0. 767 1. 417 5. 759
风速 127 974 2. 881 0. 321 2. 049 4. 478

干扰项的聚类维度,结果显示关键解释变量的系

数依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初步表明地铁

开通对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地铁开通
- 0. 005 3∗∗∗

(0. 000 6)
- 0. 009 1∗∗∗

(0. 000 6)
- 0. 009 1∗∗∗

(0. 002 2)

气温 — 0. 172 0∗∗∗

(0. 029 1)
0. 172 0

(0. 105 6)

降水 — 0. 018 9∗∗∗

(0. 001 3)
0. 018 9∗∗∗

(0. 004 8)

风速 — -0. 156 9∗∗∗

(0. 003 9)
- 0. 156 9∗∗∗

(0. 015 8)

常数项
3. 702 9∗∗∗

(0. 000 1)
3. 360 6∗∗∗

(0. 082 6)
3. 360 6∗∗∗

(0. 294 7)
固定效应 是

聚类维度 栅格 / 经度 / 纬度

观测值 127 974 127 974 127 974
R2 0. 981 0. 982 0. 982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 p < 0. 1 时有统计学
意义;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栅格和时间固定效应;括号中数值为聚类
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本小节将进一步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倾向

得分匹配( PSM) -DID、安慰剂检验及工具变量

等方法和思路来对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

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 DID 方法评估政策效果需要满足平行趋

势的前提假设,即在地铁开通以前,处理组和对照

组栅格的 PM2. 5浓度的变化趋势应该不存在显著

差别。 为了检验这一关键前提条件是否成立,本
文参考 Beck 等[26]做法,构建了如下模型:

lnPM2. 5 it = α′
0 + ∑

6 +

p = -6 +

α′
pTreati × Postt × dump +

ρ′ X it + μ′
i + ν′

t + ε′
it (2)

式(2)中,下标 p 表示地铁开通的第 p 年,取
值分别为 - 6 + , - 5,…,0,1,…,6 + ,负值、0 和正

值分别表示地铁开通前、开通当年和开通后, - 6 +

表示地铁开通前第 6 年及之前,6 + 表示地铁开通

后第 6 年及之后。 dump为地铁开通第 p 年的虚拟

变量。
图 2 所示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地铁开通

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 PM2. 5 浓度不存在显著

差别,从而表明本文的数据样本满足平行趋势这

一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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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还分别进行了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和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地铁开通依然对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检验结

果留存备索。



图 2　 地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

2. PSM-DID 估计

考虑到地铁站点的选址并非完全随机的,地
铁站点周围的处理组栅格样本可能在其他某些因

素上与对照组栅格存在系统性差异。 而采用 PSM
方法为处理组栅格挑选特征相似的对照组,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栅格样本的自选择偏误[27]。 表

3 第(1)和(2)列报告了采用卡尺匹配方法得到的

结果,第(3)和(4)列则报告了采用一对一匹配方

法得到的结果。 可以看出,PSM-DID 估计结果与

基准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差别,进一步证明了基准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3　 PSM-DID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地铁开通
- 0. 005∗∗∗

(0. 002)
- 0. 008∗∗∗

(0. 002)
- 0. 005∗∗

(0. 002)
- 0. 009∗∗∗

(0. 002)

气温 — 0. 145
(0. 111) — 0. 112

(0. 102)

降水 — 0. 036∗∗∗

(0. 007)
— 0. 038∗∗∗

(0. 008)

风速 — -0. 167∗∗∗

(0. 015)
— -0. 180∗∗∗

(0. 018)

常数项
3. 715∗∗∗

(0. 001)
3. 435∗∗∗

(0. 312)
3. 711∗∗∗

(0. 001)
3. 540∗∗∗

(0. 285)
固定效应 是

聚类维度 栅格 / 经度 / 纬度

观测值 97 255 97 255 71 291 71 291
R2 0. 982 0. 983 0. 980 0. 981

3. 安慰剂检验

􀃊􀁉􀁓　地面高程数据来源于 https: / / earthdata. nasa. gov / 。

􀃊􀁉􀁔　 土壤湿度数据来源于 https: / / www. scidb. cn / en / detail? dataSetId = 434a6fad0daa4c32a7396dc7db575fc8#p2。

　 　 为排除地铁开通时间与选址不随机对估计结

果产生的偏差性影响,本文参考余永泽等[28] 的做

法,采用同时虚构实验组和开通时间的方式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如图 3 所示,基准回归中

得到的系数估计值明显独立于随机样本得到的系

数估计值之外,从而说明安慰剂检验结果进一步

验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性。

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4. 内生性问题

前文的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地

铁开通产生的减霾效应是稳健的。 但是,地铁的

建设规划往往会受到城市雾霾污染情况的影

响[10],从而导致反向因果的问题。 同时,城市雾霾

污染水平也可能受到城市人口密度、居民收入等

变量的干扰,从而产生遗漏变量的问题。 因此,我
们进一步以地面高程􀃊􀁉􀁓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以及

地铁站点所在区域的土壤湿度􀃊􀁉􀁔作为工具变量对

基准模型重新进行了参数估计。 就相关性而言,
地铁站点周边的地面高程越高或土壤湿度越大往

往容易引致地面沉降,从而会对上海这类地势低

平且地层松软地区的地铁线路安全性和稳定性产

生影响[29 - 30],进而影响地铁站点的选址。 就外生

性而言,地面高程和土壤湿度作为地理变量,其本

身不会对雾霾污染产生直接影响。
表 4 第(1) ~第(4)列分别报告了以地面高程

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及土壤湿度为工具变量的加

入控制变量前后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可

以看到,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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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同时 LM 检验结果表明不存

在识别不足的问题,从而说明本文对工具变量的

选取是合理有效的。 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地铁

开通对雾霾污染仍然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 据

此,假说 1 得到了验证。
表 4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变量
地面高程 土壤湿度

(1) (2) (3) (4)

地铁开通
- 0. 017∗∗∗

(0. 001)
- 0. 020∗∗∗

(0. 001)
- 0. 009∗∗∗

(0. 002)
- 0. 011∗∗∗

(0. 002)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聚类维度 栅格 / 经度 / 纬度

观测值 127 974 127 974 61 678 61 678
识别不足检验

LM 检验值 68. 023 68. 456 44. 423 43. 899
P 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第一阶段
F 检验值

1 319. 320 1 328. 554 8. 1e + 06 8. 2e + 05

注:第一阶段 F 检验值为 KP Wald F 检验值;第(3)列和第(4)列的
观测值减少是由于部分栅格的土壤湿度数据缺失所导致的。

(三)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地铁开通对雾霾污染

存在稳健的减排效应,本小节将考察在地铁站点

及其周边环境的不同特征条件下地铁开通的异质

性减霾效应,从而对假说 2 进行检验。
1. 站点异质性

首先,将地铁站点划分为中转站和非中转站

以考察地铁站点是否因站点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

性减霾效应。 表 5 第(1)列报告的结果表明,地铁

中转站开通所产生的减霾效应显著强于非中转站

开通。 其原因是中转站周边往往会形成商业中心

或交通枢纽􀃊􀁉􀁕,进而在显著提高附近的人口密度的

同时,减少人们对于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20],从而

地铁中转站的开通相较于非中转站开通表现出更

强的减霾效应。 表 5 列(2)报告的结果表明,上海

地铁交通地铁线路的延伸和扩建产生了减霾弱化

效应。 由此可见,与其在原有的线路上继续扩建

新的地铁站点,通过提高地铁线路密度的方式实

现减霾,进一步完善中转站点便捷换乘等基本功

能并挖掘中转站点周边的商业潜力应该是更优

之选。

2. 区域异质性

除地铁站点的属性特征可能对雾霾污染产生

异质性影响外,区域(栅格)之间的特征差异也可

能产生不同的影响结果,因此本文还有必要从区

域(栅格)异质性的角度来考察地铁开通是否存在

异质性减霾效应。 首先,以所有处理组栅格样本

的 PM2. 5平均浓度作为划分标准,将栅格样本分为

高污染水平和低污染水平两组。 表 6 第(1)列报

告的结果表明,高污染水平和低污染水平区域的

地铁开通均会产生显著的减霾效应,但位于高污

染水平区域的地铁开通会产生更强的减霾效应,
这一结论与 Gendron - Carrier 等[17] 的研究结论一

致。 其次,基于人口密度栅格数据计算得到了所

有栅格样本年均人口密度的平均数,并以此为基

准将栅格样本划分为两组,以考察初始人口密度

的差异是否会引致异质性减霾效应。 表 6 第(2)
列报告的结果表明,初始人口密度更高区域的地

铁开通会产生更强的减霾效应。 其可能的原因在

于:其一,初始人口密度更高的区域更易引发交通

拥堵等问题,对于地铁这类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

需求更大,因此地铁开通也更易于对该区域的民

众产生交通替代效应;其二,初始人口密度越高,
越可能推动该区域商住用地面积及其比重增大,
从而使地铁开通所产生的减污效应更强。 最后,
考察处理组栅格所处区位特征的差异能否带来异

质性减霾效应。 根据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中对中心城区的划定,本文将位

于闵行区、宝山区、嘉定区、金山区、松江区、青浦

区、奉贤区、崇明区共计 8 个区所有栅格样本划分

为非中心城区,其他为中心城区。 表 6 第(3)列报

告的结果表明,非中心城区的地铁开通相较于中

心城区会产生更为显著的减霾效应。 其可能的原

因在于:一是中心城区居民通勤出行距离普遍小

于非中心城区居民[31],因此地铁开通对非中心城

区居民会产生更强的交通替代效应,从而减霾效

应更强;二是中心城区的生活成本普遍高于非中

心城区,而地铁开通将显著改善非中心城区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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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勤条件,此时生活成本更低的非中心城区地铁站

点周边区域势必会成为民众新的居住地选择,从
而产生更强的减霾效应。 对于中心城区而言,本
文发现进一步扩建地铁站点所产生的减霾效应相

较于首次开通的地铁站点更弱,而中转站点的开

通则能够发挥更强的减霾效应,这表明需要进一

步加强中心城区中转站点的接驳中转能力。 上述

结果表明,地铁开通会因地铁站点及其周边环境

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减霾效应,从而证明了假说 2
的成立。

四、机制识别

根据假说 3,地铁开通会通过交通替代(人口

分流)和产业结构变动(土地利用模式和初创企业

类型变化)这两种机制渠道抑制雾霾污染,而这也

可能是引致地铁站点开通产生异质性减霾效应的

主要原因,本节将专门对其进行检验。
(一)交通替代机制

前文分析表明,地铁中转站点或周边人口密

度更大的地铁站点开通会产生更为显著的减霾效

应,同时位于非中心城区的地铁站点开通相较于

中心城区也会产生更强的减霾效应。 对上述结果

的一个比较直观的解释是地铁开通吸引居民向地

铁站点附近聚集,尤其是向非中心城区的地铁站

点附近集聚,从而使得居民的出行方式更趋向于

公共交通而非私人交通,进而减少污染排放。 为

了验证这一猜想,本文以栅格层面的人口密度数

据为潜在机制变量,构造如下三重差分模型来检

验地铁开通对地铁站点 2 km 范围内人口密度的

影响:
lnPopit = α′′

0 + α′′
1 Treati × Postt × Regioni +

α′′
2 Treati × Postt + ρ′′ C it + μ′′

i + ν′′
t + ε′′

it (3)
式(3)中, lnPop it 表示栅格 i 在 t 年的人口密

度。 该栅格层面的人口密度数据来源于分辨率

为 0. 01° × 0. 01°的 Landscan 全球人口密度栅格

数据[32] 。 由于 Landscan 全球人口密度数据为年

度数据,为保持数据时间单位的一致性, Treati ×
Postt × Region i 表示位于中心城区栅格 i 在 t 年时

地铁是否开通, C it 表示栅格 i 及其所属市辖区在

t 年可能影响人口密度的经济、环境和气候因素,

具体包括栅格 i 在 t 年的夜间灯光指数、绿色植

被指数、气温、降水、风速,以及栅格所属市辖区

在 t 年的中小学数量、市内迁入人数、居住房屋面

积、财政支出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μ′′
i 表

示栅格 i 的个体固定效应, ν′′
t 表示时间固定效

应, ε′′
it 为随机扰动项。 以栅格层面的人口密度为

被解释变量,就地铁开通对周围栅格人口密度的

影响进行考察。 从表 7 报告的结果来看,地铁开

通显著增加了周边 2 km 范围内的人口密度,且这

一结论在加入了控制变量并改变了聚类维度后

依然成立。
表 5　 站点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是否为中转站点 是否为扩建站点

地铁开通
- 0. 009∗∗∗

(0. 002)
- 0. 016∗∗∗

(0. 004)
地铁开通 ×

是否为中转站点
- 0. 009∗(0. 005)

地铁开通 ×
是否为扩建站点

— 0. 011∗∗∗

(0. 004)

常数项
3. 365∗∗∗

(0. 294)
3. 324∗∗∗

(0. 291)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聚类维度 栅格 / 经度 / 纬度

观测值 127 974 127 974
R2 0. 982 0. 982

表 6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是否高于
平均污染水平

是否高于
平均人口密度

是否为
非中心城区

地铁开通
- 0. 008∗∗

(0. 003)
- 0. 007∗∗∗

(0. 002)
- 0. 014∗∗∗

(0. 003)
地铁开通 ×

是否高于平均
污染水平

- 0. 013∗∗∗

(0. 004)
— —

地铁开通 ×
是否高于

平均人口密度
— -0. 020∗∗∗

(0. 003)
—

地铁开通 ×
是否为

非中心城区
— — -0. 015∗∗∗

(0. 004)

常数项
3. 636∗∗∗

(0. 703)
3. 734∗∗∗

(0. 706)
3. 571∗∗∗

(0. 7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聚类维度 栅格 / 经度 / 纬度

观测值 126 672 126 672 126 672
R2 0. 993 0. 993 0. 993

注:第(1)列和第(2)列中虚拟变量“是否高于平均污染水平” “是
否高于平均人口密度”定义为,若高于平均水平则为 1,反之为 0;
第(3)列中虚拟变量“是否为非中心城区”定义为,若栅格样本位
于非中心城区为 1,反之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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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机制识别结果:交通替代(人口分流)效应
变量 (1) (2) (3)

地铁开通
0. 681∗∗∗

(0. 031)
0. 301∗∗∗

(0. 032)
0. 301∗∗∗

(0. 065)
地铁开通 ×

是否为中心城区
- 0. 194∗∗∗

(0. 042)
- 0. 156∗∗∗

(0. 041)
- 0. 156∗∗∗

(0. 057)

常数项
6. 345∗∗∗

(0. 007)
24. 645∗∗∗

(3. 933)
24. 645∗∗∗

(8. 808)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聚类维度 栅格 栅格 栅格 / 经度 / 纬度

观测值 55 629 55 629 55 629
R2 0. 921 0. 928 0. 928

注:是否为中心城区为虚拟变量,若栅格处于中心城区则为 1,反之
为 0。

此外,为了更加严谨地证明地铁开通对中心

城区地铁站点邻近区域雾霾污染的促降效应是交

通替代(人口分流)机制的结果,本文还对表 7 报

告的三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进行了平行趋势检

验。 图 4 所示的结果表明,地铁开通前,位于中心

城区和非中心城区地铁站点邻近区域的人口密度

并无明显差异,说明地铁开通对不同区域地铁站

点邻近区域人口密度的影响并非事前组间差异所

致。 由此可见,交通替代(人口分流)机制确实是

地铁开通的减霾机制渠道之一。

图 4　 地铁开通对非中心城区周边区域人口密度

　 　 影响的事件分析法检验

􀃊􀁉􀁖　出让方式变量为虚拟变量,为 1 时表示出让方式为“划拨”或“协议出让”,反之为 0;是否位于中心城区与前文定义一致。

􀃊􀁉􀁗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土地市场网中上海市土地出让数据实际开始年份为 2007 年,这可能是由于 2007 年起工业和经营性用地招拍挂

出让由国家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

　 　 (二)产业结构变动机制

既有研究表明,地铁开通会促进周边土地的

资本化,直观表现为土地成交价格的显著上升[16]。

而土地资本化会促进周边区域的土地利用模式由高

污染、低密度的工业开发向低污染、高密度的商业化

转变,从而对周边区域的雾霾污染产生促降作

用[33]。 对此,本文基于微观土地出让数据,采用空

间 DID 模型[32],将地铁站点周围0 ~1 km、1 ~ 2 km、
2 ~ 3 km 以及 3 ~ 4 km 内的出让土地作为处理组,
4 km 外的出让土地作为对照组,检验地铁开通对

其站点周边土地利用模式的影响:

lnLP jt = β0 +∑
4

p = 1
βpTreat j × Postt × D jp + θC′

jt +

λ j + ηt + ε jt (4)

lnLAjt = β′
0 +∑

4

p = 1
β′
pTreat j × Postt × Djp + θ′C′

jt +

λ′
j + η′

t + ε′
jt (5)

式(4)、式(5)中, LPjt 和 LAjt 分别表示出让土地

j 在 t 年的成交价格和出让面积; Djp 为虚拟变量,表
示出让土地 j 与其最近地铁站点的地理距离是否在

(p - 1,p] 千米之间, p = 1,2,3,4 ;控制变量 C′
jt 包

括出让土地 j 的出让方式及是否位于中心城区􀃊􀁉􀁖;
λ j 和 λ′

j 表示出让土地的个体固定效应, ηt 和 η′
t 表

示时间固定效应, ε jt 和 ε′
jt 为随机扰动项。

本小节中使用的与土地相关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土地市场网。 本文手动收集了该网站上海

市 2007—2020 年所有出让土地的公示信息,并
删除了关键字段存在缺失或面积价格等于 0 的

样本􀃊􀁉􀁗。
表 8 列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地铁

开通后,地铁站点周边 4 km 范围内的土地成交价

格均显著上升。 在列(1)的基础上,按照土地用途

将出让土地进一步划分为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两

类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分别报告于表 8 列(2)和列

(3)。 可以看出,地铁开通后,地铁站点周边 2 km
范围内的商住用地成交价格均显著提升,且提升

幅度显著大于工业用地,这意味着地铁开通会促

进站点周边土地利用模式向商业化转变而挤出工

业用地,即改变了土地利用模式。 这是因为,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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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所带来的出行便利性会增加出行需求较强群

体的购房需求,进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住

宅用地的供给[8],从而降低地铁站点附近区域的

雾霾浓度。 其中,住宅用地的增加还会推动周边

区域的商业化发展,进一步促进工业用地转为商

业用地[24],进而降低雾霾浓度。
表 8　 机制识别结果:产业结构变动

　 　 (土地利用模式优化)效应

变量

成交价格 出让面积

(1) (2) (3) (4) (5) (6)
全样本 工业用地 商住用地 全样本 工业用地 商住用地

0 km < D≤1 km 0. 754∗∗∗ 0. 177∗∗∗ 0. 783∗∗∗ - 0. 094∗∗ - 0. 084 - 0. 100
(0. 053) (0. 038) (0. 075) (0. 042) (0. 058) (0. 061)

1 km < D≤2 km 0. 777∗∗∗ 0. 053 0. 632∗∗∗ 0. 131∗ - 0. 051 0. 134
(0. 096) (0. 079) (0. 124) (0. 076) (0. 119) (0. 103)

2 km < D≤3 km
- 0. 145 0. 039 - 0. 065 0. 016 0. 058 - 0. 053
(0. 096) (0. 059) (0. 156) (0. 076) (0. 089) (0. 128)

3 km < D≤4 km 0. 237∗∗ - 0. 143∗ 0. 072 0. 168∗ - 0. 031 0. 217∗
(0. 109) (0. 077) (0. 154) (0. 087) (0. 117) (0. 127)

出让方式
-0. 999∗∗∗ -0. 252∗∗∗ -1. 846∗∗∗ -0. 452∗∗∗ -0. 214∗∗∗ - 0. 540∗∗∗
(0. 058) (0. 041) (0. 085) (0. 046) (0. 062) (0. 070)

是否中心城区
2. 692∗∗∗ - 0. 676 2. 281∗∗∗ - 0. 447∗∗ 0. 426 - 0. 537∗∗∗
(0. 231) (0. 598) (0. 246) (0. 183) (0. 905) (0. 203)

常数项
6. 585∗∗∗ 5. 466∗∗∗ 6. 939∗∗∗ - 0. 181 - 0. 318 1. 334∗∗∗
(1. 267) (0. 598) (0. 130) (1. 004) (0. 904) (0. 107)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002 3 210 2 792 6 002 3 210 2 792
R2 0. 463 0. 449 0. 453 0. 074 0. 079 0. 119

注:D 为出让土地与其最近地铁站点的地理距离;所有模型均控制
了土地的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括号中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同时,还考察了地铁开通对周边土地出让面

积的影响,相应的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8 第(4)列 ~
第(6)列。 从表 8 列(4)报告的结果来看,受到地

铁站点设施自身占地及邻避效应􀃊􀁉􀁘的影响,地铁开

通后地铁站点周边 1km 范围内的土地出让面积显

著下降。 在区分土地用途后,发现仅地铁站点周

边 3 ~ 4 km 范围内的商住用地,其出让面积在 3 km
至 4 km 此范围内呈现出显著上升态势,这表明地

铁开通会在更大程度上挤出工业用地,促使周边

区域的土地利用模式由高污染、低密度的工业开

发向低污染、高密度的商业化转变,进而有利于缓

解雾霾污染。 上述结果表明假说 3 是成立的。
此外,基于 2000—2016 年企业工商登记注册

信息数据,本文首次统计了栅格层面 2000—2016
年每半年的初创企业数量、制造业及服务业初创

企业数量,并以上述变量为机制变量,为地铁开通

引致的产业结构变动机制提供更加直接的微观

证据:

lnentrytypeit = α′′′
0 + α′′′

1 Treati × Postt + μ′′′
i + ν′′′

t +
ε′′′
it (7)

式(7)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栅格和时期。
Treati × Postt 表示栅格 i 在 t 时期是否开通了地铁。
entrytypeit 表示栅格 i 在 t 时期的初创企业数量,其中

type 分别表示初创企业、制造业初创企业以及服务

业初创企业。 μ′′′
i 表示栅格 i 的个体固定效应, ν′′′

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
it 为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

含义与前文相同。
从表 9 列(1)和列(2)报告的结果来看,地铁

开通显著增加了地铁站点周边 2 km 范围内栅格中

的初创企业数量。 进一步地,列(3)和列(4)的结

果表明,地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地铁站点周边 2 km
范围内栅格中的制造业初创企业数量,但提高了

服务业初创企业数量。 上述结果表明,地铁开通

会挤出污染排放相对较高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企业,转而吸引更多的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

业企业,最终通过改变产业结构以产生减霾效应。
为对上述结论提供更加严谨地证据,我们以事前

一期为基期,对表 9 第(2) ~ 第(4)列中报告的估

计结果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 图 5 所示的结果表

明,在地铁开通前,处理组栅格和控制组栅格中的

全行业及服务业企业的新成立数并无明显差异,
说明地铁开通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并非事前组间差

异所致。 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变动确实是地铁开

通的一个减霾机制渠道。
表 9　 机制识别结果:产业结构变动

　 　 (初创企业类型变化)效应

变量
(1) (2) (3) (4)

全样本 制造业 服务业

地铁开通
0. 054 9∗∗

(0. 022 6)
0. 054 9∗∗

(0. 025 5)
-0. 278 6∗∗∗

(0. 029 6)
0. 150 0∗∗∗

(0. 025 6)

常数项
1. 043 5∗∗∗

(0. 004 7)
1. 043 5∗∗∗

(0. 005 2)
0. 294 2∗∗∗

(0. 006 1)
0. 939 7∗∗∗

(0. 005 3)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聚类维度 栅格
栅格 / 经度 /

纬度
栅格 / 经度 /

纬度
栅格 / 经度 /

纬度

观测值 103 598 103 598 103 598 103 598

R2 0. 850 3 0. 850 3 0. 520 5 0. 84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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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邻避效应是指,由于地铁带来的噪声污染和人流过多等因素,离地铁很近住房的需求反而可能会下降[34] 。



　 　 　 　 　 　 a. 初创企业　 　 　 　 　 　 　 　 　 　 　 　 b. 制造业初创企业　 　 　 　 　 　 　 　 　 　 　 c. 服务业初创企业

图 5　 地铁开通对周边区域初创企业数量影响的动态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十四五”以来,污染防治攻坚战进入新阶段,
我国的治理雾霾污染工作仍然面临着重大挑战。
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改善生

态环境和健康安全的诉求也日益强烈。 由于兼具

绿色低碳、准时性高等优点,推动以地铁为代表的

城市公共交通建设被视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重

要举措。 然而,在城市内部视角下,学界并未就地

铁开通能否有效减霾达成共识,更未就城市内部

可能的减霾机制进行实证考察。 本文以世界范围

内线路总长度最长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上海

地铁为例,采用栅格数据样本和双重差分方法实

证检验了地铁开通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并基于

地铁站点与周边区域的差异化特征考察了地铁开通

的异质性减霾效应,进而识别了地铁开通影响城市

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 首先,
地铁开通对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并且这

一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被证明是可信

的。 此外,当地铁站点为中转站点或非扩建站点时

会产生更强的减霾效应,并且当地铁站点周边区域

的平均雾霾污染水平越高、平均人口密度越大及站

点处于非中心城区时,地铁开通所产生的减霾效应

更强。 最后,相较于中心城区,地铁开通会更加显著

地增加非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从而通过交通替代

机制而降低雾霾污染水平。 同时,地铁开通还会提

升站点周边区域商住用地的成交价格、降低工业用

地的出让规模,从而促进服务业企业进入、挤出制造

业企业,促使站点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愈发清洁化

与集约化,进而有利于缓解雾霾污染。
上述结论为地铁的环境效应提供了新的文献和

经验证据,并为城市地铁建设的必要性提供了学理

支持,同时也可为以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城市如何更

好地发展绿色公共交通体系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第一,既然城市地铁建设的减霾效应与地铁

站点的特征及选址高度相关,那么政府在积极推

动以地铁为代表的城市公共交通基础有序开工建

设的同时,还应该进一步优化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

与布局,坚决避免“面子工程”和超前规划。 同时,
本文研究发现地铁中转站与扩建站点的减霾效应存

在进一步发掘的空间,因此应以《城市轨道沿线地区

规划设计导则》为重要参考,进一步完善站内路径引

导,尽可能提高换乘、出站效率,同时做好地铁站点

交通衔接、步行空间及出入口等要素的设计引导。
第二,发现地铁开通可以通过交通替代机制

而实现减霾效应,这意味着对于上海这类特大城

市而言,首先要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外围地区、中心

区和重点转型地区协调发展的轨交服务,提高地

铁的服务覆盖率;其次要进一步提高地铁服务质

量,具体包括针对实时客流变化丰富轨道交通制

式、维护车站及车厢环境等。 最后政府要加大地

铁站点及周边区域的综合开发建设力度,为因地

铁选择居住在周边的民众创造完善的基础设施条

件和生活环境。
第三,政府需要就地铁开通后周边土地的去

工业化趋势进行充分预案。 首先,政府不应对迁

离的相关企业“不闻不问”,而需及时对其进行资

产评估并制定相应的迁离引导方案,为企业后续

迁离创造便利条件;其次,政府可以积极吸引民间

投资参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开发建设,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投资,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的开发和运

营绩效;最后,虽然地铁开通引致的土地利用模式

优化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但仍需警惕土地去工

业化后出现过度、过密开发的情况,以避免引发同

质化竞争及噪声污染等其他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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